
在文学理论的叙事里，现代文学理论起始于1917年。彼时，年轻的什克洛夫斯基

发表了《作为手法的艺术》，由此，以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为代表、以文学的自

律为追求的理论体系登上了历史舞台。但较之俄国形式主义在此后获得的大名，布拉

格学派时常停留在“形式主义”的阴影里，留给后来者晦暗不明的身影，其间不乏有

识者为布拉格学派摇旗呐喊，却仍难以将之从“俄国形式主义在捷克的重生”中打捞

出来。甚至布拉格学派耗费极大心力阐释的核心术语“前景化”（aktualizace/fore⁃

grounding） ①，也被称为“捷克版陌生化”。由于该称呼中蕴含的贬义色彩，穆卡洛夫

斯基甚至发愿不再使用“前景化”这一术语。

但是，“捷克版陌生化”这一贬称也暗示着，“前景化”毕竟诞生于捷克，被布拉

格学派的学者赋予不同于“陌生化”的民族特质。与之前的研究不同，本文将对这一

术语进行双重考察。在这双重视域中，该术语一方面有独特的捷克现实作为依凭，另

一方面有更深远的根基藏匿在西方诗学史中。可以说，“前景化”是西方诗学的诗艺

（或诗术） 和捷克的现实结合之后所产生的现代变体，这使它和包括“陌生化”在内的

摘要 “前景化”是现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也是布拉格学派的核心观念。前景化可以从以下两个

方面得到重新阐释：一方面，这是布拉格学派对彼时捷克文学作品的解读，通过这样的解读，布拉格学派

悄然介入了捷克民族复兴运动，因而，前景化的实质是对捷克民族语言的塑造；另一方面，上述观念在西

方诗学史上有迹可循，从柏拉图一直到维柯和赫尔德，在面临重大的历史抉择之际，思想家们总是重新解

释诗艺，为新的政制辩护。因而，“前景化”在作为一种自律的文学理论概念的同时，也是布拉格学派用以

为现代捷克辩护的理论工具。

杨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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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却也深刻地区别于它们。

一

在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汇编》、卡勒《文学理论入门》等众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

文学理论辞书、导引里，“前景化”都被列为追问文学性或文学本质的方式之一②。这

样的界定出于当前时代对“前景化”这一术语和布拉格学派理论的整体理解，也在客

观上更深刻地巩固了这样的理解。据考证，该术语在布拉格学派的著作中首次郑重的

亮相，是在《致1929年布拉格首届斯拉夫语文学家大会的纲要》（“Theses Presented to

the First Congress of Slavic Philologists in Prague, 1929”，下文简称《纲要》） 中。《纲要》

第III章C节“论诗歌语言”（据传是由雅各布逊和穆卡洛夫斯基执笔） 中提到：“诗歌言

说 （speech） 的一个重要品质是对语言冲突 （conflict） 和转换 （transformation） 的前景

化。”③对这一品质的强调，源于布拉格学派不满于彼时斯拉夫学者未能从诗歌功能的

角度切入斯拉夫语言研究，造成诗歌语言和交流语言无法区分的直接后果。换言之，

布拉格学派认为，诗歌语言之所以异于交流语言，在于其前景化品质。基于此，前景

化和陌生化一样，被视为现代文论追求自律的重要方式和象征。

布拉格学派的成员随即细致地阐释了前景化，代表人物即哈弗瓦内克和穆卡洛夫

斯基。二人的阐释颇有不同：哈弗瓦内克从标准语言出发，因而注重标准语言不同变

体的相似性；穆卡洛夫斯基则以诗歌语言为鹄的，更关注差异。但他们的不同并非根

本性差异，因为二人都是从布拉格学派的功能语言观出发，并且最终都揭示了前景化

的独特性质，即在自动化状态下，人是认知而非感受语言，而前景化是对自动化状态

的反动，使人感受到语言和对语言的使用。

《布拉格语言学派辞典》的“前景化”词条收录了哈弗瓦内克的解读：

另一方面，借助前景化我们意指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使用语言技艺，这样的使

用本身吸引了关注，并被感受为不寻常的、对自动化的剥夺，也就是去自动化。④

在后来的解释中，前景化常常被理解为诗歌或文学的本质特征，但就哈弗瓦内克的论

述而言，这不完全成立。他认为诗歌语言以标准语言为基础，和工作语言、科学语言

一样，诗歌语言的技艺也被保存在标准语言中⑤。因而，必然要在标准语言中寻找诗歌

语言及其技艺的特质：

我们可以看到最大化的前景化因其自身而被使用，不仅在诗歌语言中，同样

也在诸种散文语言（language of essays）中……散文语言导向一次给定交流（内容）

的被前景化的表达，但和诗歌语言一样，都依照特定的模式来前景化。⑥

按照这一说法，在任何一种功能语言中，前景化都会根据该语言的目的而被最大限度

地使用。不同语言变体的区别在于使用前景化的模式和程度各不相同，譬如科学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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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表达的精确性，而不是表达的美感，但这不妨碍科学语言使用前景化的技艺。在

这一意义上，前景化成为组织所有语言变体的技艺之一。这些语言变体也因而或多或

少地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美感。

穆卡洛夫斯基对哈弗瓦内克的态度颇为含混。他反复强调，诗歌语言不是标准语

言的分支⑦，因而否认了哈弗瓦内克的方法论预设。这给穆卡洛夫斯基的研究留下了一

个他始终不能正面回答的问题。他曾多次用到不同的、具有标准语言属性的术语，如

“诗歌典范”“标准文学语言”“艺术传统”“传统的审美典范”等，却鲜少触及诗歌语

言和标准语言的关系问题。有趣的是，穆卡洛夫斯基又认可并在某些问题上得出了和

哈弗瓦内克一致的结论，譬如前景化的某些基本属性，如吸引注意力、对自动化的剥

夺等。或许可以将这种一致解释为布拉格学派的共识。事实上，穆卡洛夫斯基更关心

的不是前景化的质性，而是前景化何以发生。这将在前景化和背景的对立中得到解决。

什克洛夫斯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他多次论及何为

“自动化”，并得出了惊心动魄的结论，“自动化吞没事物、衣服、家具、妻子和对战争

的恐惧”。托尔斯泰在他的日记里描述了生活中的自动化，进而在艺术创作中有意识地

加以克服，什克洛夫斯基因而明确地称他的技艺是“陌生化”的⑧。穆卡洛夫斯基则认

为，最大程度的前景化是在诗歌语言中获得的，但“问题是，这样最大程度的前景化

是如何在诗歌语言中实现的”⑨。什克洛夫斯基虽已对此有所涉及，但论述琐碎。詹姆

逊把布拉格学派称为“捷克形式主义者”，并从他 （以及大部分学者） 固守的、从未质

疑过的索绪尔对形式主义的“决定性”影响中，毫不费力地得出了结论：在语言系统

中以否定性的态度发现了不同成分的差异。但如何才是“发现”，他未能回答。穆卡洛

夫斯基把前景化放到和背景的二元结构中 （由于诗歌语言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前景化，

这个结构时常会在前景化/诗歌语言和背景/标准语言中互换）：

这样的联系构成了如下事实：对于诗而言，标准语言是背景，依靠它，可以

映衬出对作品的语言成分出于审美意向的扭曲。换言之，对标准语言规范的有意

图的违背。

以背景为依据来映衬“出于审美意向的扭曲”，这是一个质性的问题，同被扭曲的、也

就是被前景化的成分的数量无关。这样质性的前景化技艺能够实现，需要依靠“一致

性”和“系统性”：

一致性以这样的方式来呈现自我，在特定作品中，对前景化成分的重塑总是

沿着一个稳定的指向进行的，因此，给定作品的意义的去自动化，就需要通过一

以贯之的词汇的选择（形成鲜明对照的不同词汇的交叉）来实现；在另外的作品

中，则可以通过特定语境中相关联的词之间不寻常的语义联系来实现。这两种程

式达成的目的都是意义的前景化，但二者并不相同。在诗歌作品中，诸成分的系

统性前景化由这些成分的等级关系构成，也就是它们相互从属（subordination）或

统属（superoridnation）。⑩

前景化：布拉格学派的诗艺与政制

83



文艺研究2025年第1期

这些表述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误解，也就是一致性并不是系统性的。但穆卡洛夫斯基

曾说过：“对标准语言规范的违反，对它的系统性的违反，造就了对语言的诗性运用。”�I1

在某个句子中可能会建立起词与词之间“不同寻常的联系”，譬如艾略特《荒原》第一

句“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中的“四月”和“残忍”。但仅就这一句而言，它对意义的

处理在意图和效果上仍不够明确，唯有在整部诗作中来看，前景化才真正明晰。因而

所有的前景化都是系统性的，穆卡洛夫斯基对诸种语言成分的分析，也致力于将它们

整合至作品整体中。

得益于赫列勃尼科夫、克鲁乔内赫等未来派诗人使用的超理性语言 （trans⁃sens lan⁃

guage），什克洛夫斯基很早就意识到存在这样一些语言成分，它们被理性主义传统视为

无意义的，却拥有更深远的、诗性的意义。在《词语的复活》等文章中，他详述了超

理性语言，并以之为基础构造了陌生化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如果非要为俄国形式主

义和布拉格学派寻找一个具体的、现代的起源，那这一起源无疑是超理性语言。但什

克洛夫斯基无意去解释，这些具有独特意义的语言或语言成分如何去构造一首诗。蒂

尼亚诺夫曾尝试去解决，但历史没有给他时间。这因而成为俄国形式主义留给后来者

的一个重要问题。

布拉格学派的解决方案是将这些具有独特意义的语言成分放入系统/结构中。在

《纲要》开篇，他们就强调语言是一种功能系统�I2。在早期辨析诗歌作品中词序和韵律

线 （prosodic line） 的关系时，穆卡洛夫斯基就已经严格遵守这样的理念。他的分析以

诗歌中的声响以及对声响的处理为基础，但在理性主义语言传统中，音位的声响、呼

吸的起落、强度和停顿、音调等语言成分是无意义的；从形式主义传统来看，仅靠这

些成分亦不能区分诗歌语言和非诗歌语言。对于穆卡洛夫斯基来说，这些成分必须被

系统化，即语言成分唯有被放入句子中，其意义才能实现，因为句子是最基本的、完

整的语义结构。这就涉及如何安排词序的问题。穆卡洛夫斯基的结论是：“借助词序，

韵律线建立了和诗歌作品中所有其他成分，尤其是和句法、节奏和意义的联系。通过

把这些联系给前景化，韵律线在诗歌作品的设计中获得了结构功能；语音成分……成

了诗歌结构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一部分。”�I3

在《论诗歌语言》中，穆卡洛夫斯基详尽分析了诗歌作品的所有成分，从最小的

语音材料、词、句子，再到作品结构。限于篇幅，这里仅以停顿 （pause） 为例。但在

解读穆卡洛夫斯基的阐释之前，需要先考虑他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文学作品中的语言

到底是什么？“语言，作为一种感官可感知的现象，从外部进入艺术作品，想要成为作

品的非物质结构的载体；在这样的作品中为了这样的目的，它也经受了阐述和重组。”�I4

在对停顿的解读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阐述和重组”。在所有表达中，停顿都是不可

或缺的，它是切割言辞的重要工具。它们部分是语法系统的必要手段，部分 （比如并

非语法所需的、却因为偶然原因而导致的停顿） 固然有助于语义表达，但系统化程度

不高，“在诗歌中所有类型的停顿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前景化，积累、显著的规律性

重复、或在出人意料位置的使用”。这些停顿不再是偶然的，和语义表达也建立了必然

联系。穆卡洛夫斯基强调：“一次停顿甚至可以成为相当明晰的意义的对等物，只要它

是被它所嵌合在其中的语境所决定。”�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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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前景化至少具有两种作用：对某种语言成分的彰显和对语言成分的组

织。此二者在诗歌语言和实用语言中都存在，但在诗歌语言中，前景化是基础性技艺；

在实用语言中，前景化虽然也以独特的方式组织了语言，但只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在这样的区别中，诗歌语言成为一个自足的整体，看上去，它无须和外界发生联系。

这样的理念既影响了后来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自律性的研究，也引来了严厉的批评。

这些批评无一例外都认为，自俄国形式主义至布拉格学派的形式主义思潮，割裂了艺

术与政治、社会、历史等艺术之外的因素的联系。但这样的批评是否合理？是否合乎

布拉格学派 （以及俄国形式主义） 对其文学技艺的构想？

二

即便是最严苛的批评者，也不会无视布拉格学派得以发生的重要前提——语言转

向。周宪曾这样解释语言转向和文学理论的关系：“语言转向最为核心的观念并不在于

谈论或关注语言，这一转向革命性的理念在于必须把语言看作是文学及其知识甚至实

在建构的前提条件。”�I6对布拉格学派 （和俄国形式主义） 来说，“诗歌语言转向”这一

称谓或许更为妥贴，是诗歌语言而非其他语言构造了捷克人对自身的观念和认知。这

样的构造的核心，正是布拉格学派着重阐释的诗艺的“前景化”。

在最浅显的层面上，前景化首先用来炼制语言，既包括诗歌语言，也包括实用语

言。后者可能直接套用诗歌语言，也可能摹仿诗歌语言的表达模式。对此，雅各布逊

所举的最生动的例子之一，即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时的口号“I like Ike”（Ike是艾森豪

威尔的名字），它巧妙利用了语词的音和形而引人注目。雅各布逊的解释是：“诗歌功

能把对等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对等原则被提升至 （组合轴） 序列的构成性技

艺。”�I7这正是炼字，即在选择轴的诸多选项中筛选出最佳的字和词，供组合轴使用。

穆卡洛夫斯基进而断言，这是前景化对语言能力的提升：

在一种语言中诗的存在对这种语言有着根本的重要性，通过前景化这样的事

实，诗能够一般地提升和改善处理语言的能力。它给予语言更灵活地适应新需求

的能力，也使语言的表达方式得到更细腻丰富的区分。�I8

从表象来看，“诗歌语言的词汇、诗歌的新词新义，也可以通过这种途径 （指因为新奇

和异乎寻常而被采用） 进入标准语言……诗歌语言对标准语言的影响并不限于词汇，

比如语调和句法的形式，也可以被采用”�I9。这个现象的根本，则是“诗歌语言的作用

就是为言辞提供最大限度的前景化”�20。

从西方诗学史的角度看，前景化的作用并不止于语言的构造。自柏拉图开始，西

方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就在不厌其烦地讨论诗艺，并几无例外都表达了对摹仿论及其

变体的浓厚兴趣。不同于大部分持某种独特自律论的现代文学理论研究者，也不同于

这样的自律论反对者，这些思想家在讨论摹仿论时，并未仅仅将其视作艺术创作所依

赖的技艺，或为技艺提供依据的理论。相反，摹仿论的变迁与时代的变迁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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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过重新阐释摹仿论并构造新的变体，来促成或反对时代的变迁。与之相应，诗

艺就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它或被看重，或被贬斥，或被重构。

首先需要关注的当然是柏拉图及其 《理想国》。柏拉图生活在民主政治兴盛的时

代，这样的政体固然自由、多元，却“如此堂堂正正地把我们所说的所有这一切 （高

贵的事务） 践踏在脚下”�21。柏拉图认为，是摹仿论的谬误导致了这一切。因此，苏格

拉底和格劳孔、阿德曼托斯等人着手建立一个言辞中的城邦，以探寻什么样的城邦是

好的，以及如何建设这样的城邦。这个城邦甫一建成，就迅速被某些坏的故事——其

中当然包含了荷马史诗中那些对神的坏的描写——败坏了。苏格拉底告诉阿德曼托斯，

作为继承了某些言辞模式的城邦的缔造者，他俩有责任告诫诗人，他们作诗应该按照

而不是超出这些言辞模式，更不是自己缔造神话。其言下之意是，荷马史诗超出、违

背了既有的模式。紧接着，苏格拉底开始了重建摹仿论的艰辛历程。《理想国》第二、

三卷分别讨论了诗人应该讲述的内容和方式。讲述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单纯叙

述的方式、摹仿的方式以及二者的结合。在第二卷中，苏格拉底要阿德曼托斯牢记他

俩“不是诗人”；第三卷里，他再次称“我不是诗人”。苏格拉底将自己坚决区别于荷

马那样的摹仿诗人，因为摹仿诗人和他们遵循的摹仿论诗学对不当对象的摹仿败坏了

雅典。这就有必要清除那些摹仿的成分，改用“单纯叙述”的方式来转述荷马史诗中

的部分内容。在第十卷中，苏格拉底详解了摹仿论的最大弊端，即诗人为迎合听众刻

意去摹仿低下的对象。为了让阿德曼托斯和格劳孔知道什么样的诗是对的，苏格拉底

迈出了重要一步，亲自作诗，重述——“摹仿”——荷马史诗中的部分内容。在苏格

拉底看来，回到开端，回到城邦缔造者确定的模式，是他和格劳孔、阿德曼托斯这些

“不是诗人”的“诗人”责无旁贷之事�22。不难看出，苏格拉底反对的不是摹仿论本身，

而是对摹仿论的不当使用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不当理解。他如此费尽心力，是要重建对

摹仿论的正确理解，确保诗人正确地使用诗艺，摹仿真理。他要引导人上行而非下行。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引人向上的志趣，但他更偏向人间事务。《政治学》中

明确说平民政体 （又译“民主制”） 偏离了理想的优良政体�23。原因在于，平民政体是

由“自由而贫穷——同时又为多数——的人们所控制的政体”�24。《尼各马可伦理学》

称平民政体是资产制，是“最坏的”�25。按照他的解释，穷人希图他人的财物，平民政

体中穷人居多，极易发生动乱。亚里士多德坚信：“政治团体的存在并不由于社会生

活，而是为了美善 （高贵） 的行为。”�26由此就可以理解他在 《诗学》（又译 《诗

术》） 中为何强调悲剧和喜剧对人的行动的摹仿以及它们的差异。按照亚里士多德的

说法，行动中的人具有显著的高尚低劣之分，对他们的摹仿或高尚或低劣，也有相应

的区别。悲剧和喜剧的区别在于，“一则意欲摹仿比当今之人更差之人，一则比当今之

人更好的人”�27，因而，“诗依个人本己的性情而分道扬镳。较严肃者去摹仿高贵的行

为……较卑贱者去摹仿那些低贱者”�28。在这个意义上，戏剧既是对人行为的摹仿，也

彰显行为的人、摹仿的人品性的差异。尽管亚里士多德对摹仿论的解释已经颇不同于

柏拉图，但对摹仿论之目的的理解仍一以贯之。亚里士多德还明晰地讨论了“诗/制

作”本身的质性。他区分了理论、制作和实践三种知识，理论以不可变的事物为对象，

后两者以可变事物为对象。后两者的区别是，前者以制作某种制品为目的，实践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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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为目的，“明智不同于技艺，是因为实践与制作在始因上不同。所以，实践是一种

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29。作诗首先是一种制作，其目的在

于制作诗歌，因而不同于实践。但我们看到，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都考虑

了作诗是否正确、是否合乎某种高贵的事务，因而作诗拥有了实践的品质。

作诗 （诗艺） 被赋予的双重属性，使它拥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这在古希腊人的

诗教传统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简言之，希腊人以诗教为城邦和文明的基石，其关

键之处就在于诗艺与指引诗艺如何运用的摹仿论。在诗艺自身正确以及运用得当之际，

就能够制作出城邦和人的高贵灵魂与灵魂秩序。这样的秩序在17世纪遭受了重大的挑

战。作为最激烈也最富成效的现代叛逆者，笛卡尔公然宣称诗艺并无存在的必要；与

之相应，古代异教学者的道德风化文章固然漂亮，却只建立在泥沙之上，并无坚固的

基础�30。寻找“坚固的基础”成为笛卡尔哲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找到的是他的理性

主义哲学。这种哲学在17世纪的欧洲风靡一时。随着它的兴盛，其弊端也日益显现，

譬如对精神、情感、德性的漠视。这引来了维柯的批评。维柯早年曾是笛卡尔的信徒，

但在1708年的演讲里却开始批判笛卡尔。在这次演讲中，维柯专门用一节来讨论诗艺。

诗人和哲人都要教化民众，只是方法不同。维柯并不排斥笛卡尔的一些假设，但他不

同意笛卡尔最基本的假设。维柯认为，“诗人们是从真理的寻常形式中脱身而出，以构

思较为卓越的真理形式；同样他们抛弃不确定的自然本性，而寻求恒定的自然本性”�31。

在意大利先贤对“真实就是创造本身”（verum esse ipsum factum） 的确信中，维柯找到

了确定性。这句话意味着，只有当对象的认识者等同于它的创造者时，对真实的理解

才成为可能�32。用基督教的方式来理解，这句异教箴言就意味着，人并不能通晓 （intel⁃

ligere） 上帝的创造物，而只能理解自己的创造物。人不能从无中创造出事物，但可以

定义名称，因而他能够创造出词语，并唤起诸种观念�33。在《新科学》中，维柯对诗人

教化的重视被发展为最初的民族诗人为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奠基。它在诗歌语言的诸多

质性、尤其在它的发生中得到表现。

自17世纪坦普尔爵士断言“诗歌是世界上最早的文类，在有些国度甚至早于文字

的发明和使用”�34以来，诗歌在发生上早于且因而优于散文这一观点获得了普遍认可。

维柯也接受了这样的秩序和优劣判断。他进而认为，“诗歌语言的产生完全由于语言的

贫乏和表达的需要”。为克服这种贫乏，民族诗人发明了一种“倒装”（inversion） 的诗

艺�35。维柯把这种技巧局限在以动词收尾的句子里，此后则被赫尔德发扬光大。赫尔德

首先视倒装为对正常句法的翻转，这样的诗艺是语言在其青年时期 （诗歌语言） 最显

著的特质，并与美、激情紧密相关。随着日趋成熟，语言会越来越符合语言学家的要

求而具有语法上的“正确性”，但人的世界会变得不那么正确，远离自然，失去激情；

其语言也变得不那么美，不再丰富。赫尔德认为，这要归咎于“语法学家给倒装戴上

了脚镣”�36。语言已经远离了它的起源，民族也远离了它的起源，失去了活力。在赫尔

德的哲学里，由倒装生成的语言之美和语言的民族特性紧密关联，这种美最显著的特

点是，它是“我们的”，无法被邻人翻译。那谁来守卫语言，使其不至于衰败呢？是民

族诗人，“诗人懂得如何把语言的特性和他自己的聪慧匹配起来，以至于他们显得就像

是互为对方而生”�37。民族诗人深谙倒装这样的诗艺，语言一旦和他们分离，离消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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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在咫尺了。在赫尔德对倒装的起源和特性的进一步阐释中，他将其与自己对感觉/

触觉的推崇相联系�38：“把语言视为某物的象征，就得到了倒装的起源。因而，更多的

注意力、感性、情感，被集中到一个焦点上。如果人越想准确地把这一点传达给别人，

就需要首先来表达这一点，而且是以最引人注目的方式来表达。”�39在倒装和感觉间建

立联系，正是要反对理性化的、无情感的语言。很明显，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

对陌生化和前景化的解读源头就在这里�40。不难看出，通过阐释倒装，赫尔德明确了诗

歌语言的双重功用，它固然是某种表情达意的工具，但也塑造了这个民族的表达和思

维的方式。可以说，语言表现并构造了民族性或民族精神。这样的观念被伯林解释为

“表现主义”�41。这不难理解，特定的群体总是归属于特定的文化和传统，它由诗歌语

言来奠基和决定，语言反过来又表现了这个民族的特性。如果我们要去理解这个群体

的核心，那必然要去理解他们的语言以及构造这种语言的方式，即他们的诗艺。

赫尔德的很多观念和维柯惊人地相似，尽管没有证据证明他曾受维柯的影响。这

或许说明，他们身处并见证了一股此后被称为“反启蒙”的浪潮。不论如何看待启蒙

运动和“反启蒙”浪潮的关系，都可以从中看到个体兴起的草蛇灰线。在不同时期，

个体以不同的形式被强调，譬如康德对天才的论述，巴托对摹仿美的自然的阐释等。

他们都以多种方式，或者强调某种类型的诗艺，或者反对或重述摹仿论。维柯和赫尔

德选择把个人放入民族这个更大的个体中，把诗艺、表现和民族诗人紧密关联在一起。

这正是对现代美学、文学理论影响深远的自律论，它最直接的含义就是，要创造“我

们的”语言、“我们的”艺术。

在现代文学理论中，自律论首先在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中得以具体的体现。

通常的解释认为，俄国形式主义者的自律论排斥意识形态的干涉，“艺术从来都是独立

于生活之外的，在它的颜色中，从未反映过城堡上空旗帜的色彩”，什克洛夫斯基这句

话似乎成为最好的佐证，但这并不符合其原意。什克洛夫斯基反对“新的生活方式产

生新的艺术形式”这样的流俗观念，其目的是要用新的艺术形式来生产出新的内容�42。

在《词语的复活》中，什克洛夫斯基指责俄罗斯语言是僵死的，而使之复活并“像古

老的钻石一般又恢复了过去的光辉”的，是未来主义诗人的诗艺�43。在《作为手法的艺

术》中，什克洛夫斯基揭示了“俄罗斯语言之死”这个谜语的谜底：“俄罗斯标准语其

根源本出自俄国的异邦，它已深深渗入人民底层，使许多民间俗语为之同化。但文学

却开始热衷方言……和外来语……这样一来，民间俗语与标准语交换了位置。终于出

现了要创造新的、专门的诗歌语言的倾向。”�44艺术要摹仿的不是那面正在飘扬的旗帜，

而是新入场的旗帜。这面新的旗帜，正是陌生化这种诗艺所试图重建的俄罗斯民族的

诗歌语言。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何以恢复“过去的光辉”，这是要回到——或者说重新制

作——民族的起源。

三

布拉格学派的另一位成员维尔特鲁斯基 （Jiří Veltruský） 同样执着地把前景化看作

布拉格学派还在形式主义时期的重要标志。他提到，穆卡洛夫斯基在1940年前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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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人们把前景化等同于变形和扭曲，但他又无法理解为什么穆卡洛夫斯基在日益强

调审美功能之后，仍不放弃前景化�45。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和俄国形式主义者把陌生

化的效果直接诉诸读者的感受不同，前景化必须要在和背景的对立中才能显现。穆卡

洛夫斯基进而解释了何为背景：

背景，我们感受到隐藏在诗歌作品身后，由那些拒绝被前景化的成分组成，

它因而是双重的：标准语言的规范和传统的审美典范（canon）。两种背景总是潜

在地存在着，尽管其中一种在具体情况下会起主导作用。在那些语言成分有力地

前景化的时代，是标准语言的规范起主导。相反在较温和的前景化的时代，主导

的则是传统的典范。�46

穆卡洛夫斯基用“温和”描述对语言的保守使用，它不至于更新当前的标准语言。上

文所引哈弗瓦内克关于散文和诗歌语言的共性时曾提及“特定的模式”，保守的语言使

用依据的就是“特定的模式”，俄国形式主义者没有提及这一点。我们应该从共时和历

时两个层面来理解。这在《纲要》中已经得到揭示。《纲要》中固然说“阐释诗歌语言

的共时描述的原理是必要的”，但也提到诗歌传统和当前的交流语言这双重背景，“要

细致地进行共时和历时的研究”�47。单纯地从共时层面考量，并不能判断诗歌和非诗歌

的边界。

“诗歌典范”这样的说法已经暗含了历时的维度。穆卡洛夫斯基和布拉格学派同人

都在用“审美规范”“标准文学语言”等不同的说法，既强调共时层面的作用，也强调

规范在历时维度上的不同侧面。穆卡洛夫斯基谈到：“当诗歌激烈地违反标准文学语言

的规范时，标准文学语言就会构成背景，依靠它，诗歌作品的语言层面可以被感知。”�48

标准文学语言有非凡的作用，“它是智性化的，能有效提供句法形式的表达方式，提高

艺术实践的意识意向性”�49。较之共时层面，历时层面更具有决定性，正如穆卡洛夫斯

基的学生沃季奇卡所言：“布拉格结构主义把作品结构理解为文学演变的更高结构的组

成部分，后者在布拉格结构主义中扮演着组织作品的审美效果的重要因素，在这个前

提下，作品被转换为审美对象。”�50倘若用分析哲学式语言来描述，即若缺少艺术传统

的观照，作品便难以获得“艺术作品资格”�51。

俄国形式主义者通过“陌生化”的诗艺高举新的旗帜，目的是重新创造本民族的

传统与传统的起源。在这个意义上，陌生化必然要符合更高的观念，这种观念内在于

陌生化，它被陌生化构造，也被它表达，却最终高于陌生化。布拉格学派和前景化同

样如此。这把我们引向了穆卡洛夫斯基在《标准语言和诗歌语言》中举出的一个意味

深长的例子：

在标准语言规范较为薄弱的时候，比如民族复兴时期这个例子，很难去区分

那些意图塑造这些规范的技艺，和旨在持续、有意地违反规范的技艺。这样有着

薄弱的标准规范的语言，能为诗人提供的技艺也就更少。�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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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曾提过，布拉格学派处于一个认为诗在发生上先于因而也优于散文的传统中�53。对

认可这一传统的哲人而言，诗在人类的起源中曾两次发生，一次在自然状态中，第二

次在民族 （或文艺） 的复兴时期。坦普尔就曾讨论诗的第二次开端：“之后几百年，愚

昧笼罩着欧洲，诗也栖身于那些低劣的莠草之下。伴随着新曙光的来临……诗也早早

萌芽了。”�54这两次起源在许多哲人的叙述中并非泾渭分明，但无论如何，诗都率先发

生。在最初的时候，诗人所能凭靠的技艺很少，赫尔德就说：“任何民族最早的作者都

是诗人。最初的诗人是无法摹仿的。在美的散文的时代，诗只有在艺术的精致方面得

到了发展。”�55在这里，“精致”不是一个褒义词，它意味着语法体系日趋完整，语言因

远离激情变得理智。技艺是理性的产物，最初的诗人作诗凭的是激情、生命力和质朴

的技艺。然而，正是这样的激情和技艺奠定了这一民族的精神。如此就可以理解，当

穆卡洛夫斯基说到“标准语言规范较为薄弱”时，其实在意指民族复兴时期是捷克民

族在现代的又一次开端。正是在这一时期，捷克民族的民族精神再次得到奠基，它是

前景化必须去表现、去符合的。这也确保了在此后的岁月中，前景化不至于过度走偏

而变得面目全非。

在民族复兴运动中涌现出不少诗人，如卡佩克、普拉克、马哈等。作为最初的诗

人，他们——尤其是马哈——其实并不被他的同代人理解，连民族复兴运动的伟大领

导者荣格曼、帕拉茨基等，都觉得他精神失常。这种情况到19世纪末才逐渐扭转，聂

鲁达和年轻一代诗人开始认识到马哈和《五月》的伟大。“马哈成了真正的民族诗人。

伟大的捷克文艺批评家弗朗季谢克·沙尔达称马哈为捷克诗歌的施洗者和培育了整个

现代诗歌的精神之父。”�56超现实主义者则称他是“捷克语诗歌的守卫天才”�57。

在这样的转变中，雅各布逊和穆卡洛夫斯基都批评了对艺术的个性论阐释。个性

论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在康德的天才论和浪漫主义时代经历了巨大的转折并盛极一

时。在19世纪，个性论日益拒绝它的文艺复兴先驱所构想的人的完整性，并由于它没

有顾及个体的独特性而斥之为“非人的”（impersonal）。这种个性论最典型的表现就

是，“一部作品突然呈现为对艺术家个性的天才表现，有如对他的心灵组织的物质复制

品”�58。穆卡洛夫斯基不同意这种“已经衰败”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为了在艺术家和

作品之间寻求对应，反而把艺术家的个性和作品原子化，忽略了个性和他所创造的诸

多作品的演变，由此彻底割裂了双方的联系。对于这样的联系，雅各布逊调侃道：

诸多文学史领域的研究仍在应用“心理现实VS诗歌创造”这样的二元论图式，

去寻求此二者之间机械的因果联系。这不禁令人回想起那个折磨老派法国贵族的

问题，到底是尾巴附着于狗，还是狗附着于尾巴？�59

早在俄国形式主义时期，雅各布逊就以“文学性”这样的提法来指责这种浪漫主义式

的联系和由此孕育的诸种研究方法。在语言的六功能图式里，表现功能导向说话人对

情感和态度的表达，诗歌功能“导向信息本身，信息因其自身的原因被聚焦”�60。他在

讨论对等原则时，更具体地论述了所谓“自身的原因”，即上文提到的构成性技艺。正

如在对文学性的论述中所表达的那样，诗歌语言的成因被归结为特殊的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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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诗艺的讨论总会伴随对摹仿论及其变体的驳斥或改造。我们也已看到，穆卡洛

夫斯基和雅各布逊都或隐或显地驳斥了自浪漫主义以来的表现论。《剑桥文学批评史》

总结道：“与布拉格学派的理论相适，生产的历史从它依赖的外部 （心理、社会） 的因

素中解放出来，转而关注个体的创造行为和超个体的审美规范（传统）的内部关系。”�61

这一判断简化了“内部关系”，反映出撰写者并未理解布拉格学派的真正意图。在雅各

布逊的阐释中，诗歌功能并不拒斥表现。问题不是表现与否，而是表现了什么，这又

是什么样的表现论。穆卡洛夫斯基则很少使用“表现”这样的概念，或许正是为了避

免同一般意味上的“表现论”相混淆。

在对个性论的批评中，穆卡洛夫斯基试图以“主体”来取代个体：“主体是一个作

品的艺术统一性的内在原则。”�62作者和读者这样的现实个体，均只是主体的不同侧面。

主体进而被解释为“符号”。从布拉格学派的整体论/结构论立场出发，穆卡洛夫斯基

认为唯有从符号事实 （semiotic fact） 的视角出发，把作品视为符号，才能确保艺术作

品不被割裂。在《作为符号事实的艺术》一文中，他再次否定了个性论的心理美学这

个变体，并强调作为符号的艺术作品的双重功能。第一种功能是为人所熟知的自律符

号，第二种则常常被人忽略，也就是符号的交流功能。在他看来，符号“在它的作者

和集体之间充当着中介”，“它对应着集体意识中的一种意义，由那些在一个特定集体

的成员中唤起的共同意识的主观状态组成”�63。对于布拉格学派，由于符号来源于特定

的艺术传统，它所传达的正是这种艺术传统构造并蕴含着的特定意识，也就是民族的

意识和独特性。

这将我们重新引向赫尔德。赫尔德的学说被归结为一种“表现主义”，即对特定民

族的精神、民族性的表达。早在14世纪，波希米亚神父扬·胡斯 （Jan Hus） 就已经寻

求以捷克语而不是拉丁语祈祷。在民族复兴运动时期，为了重建起源，捷克人甚至通

过伪造的《王室手稿》发明了传统。这一后来被证实为虚假的传统极大地鼓舞了捷克

人，也推动民族复兴运动不断走向深入。像历代先贤那样，布拉格学派至少承担了两

个任务，这在他们对前景化和背景关系、质性的论述中得到了揭示。对这个关系的论

述，既是对布拉格学派历史任务的澄明，也是对赫尔德的某些观念的重述。最初的诗

人的表达为特定的民族奠定了基础和倾向，这种倾向确保了民族诗人的精神在历史的

长河中能克服种种困难流传下来，继续构造一个民族的表达方式和精神。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前景化”是用来制作民族国家的技艺。

本文以恢复前景化的丰富内涵为鹄的。现代文学理论把前景化 （以及陌生化） 解

释为一种求新、求奇的文学技巧，带给读者审美愉悦。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粗暴的简

化，但这样的简化带来了意料之外的积极后果，它使前景化脱离其原生的民族语境，

褪去民族主义色彩，获得了某种意味上的普遍性。穆卡洛夫斯基拥抱这样的普遍性并

认为，无处不在的异化和现代技术的发展是造就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类似审美现象的

根本原因，它也反过来为人类克服普遍异化提供了可能。但是，前景化的质性决定了

它无力应对这一复杂、普遍的历史境遇，穆卡洛夫斯基故而后来不得不从诗学转向美

学，从以前景化为主转为以审美功能为主。这不是方法论的重构，而是在布拉格学派

功能语言学范围内施行的一次转折。这次转折使穆卡洛夫斯基和布拉格学派超越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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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复兴”的民族主义立场，走向了普遍世界的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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